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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国，然而生猪养殖产生的粪污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污染源。针对当前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过程中存在种养脱节、安全利用技术体系不完善、经济性驱动机制缺失、可持续运营机制保障薄弱等关键瓶颈，构建“粪污集中处置+分散资源化利用”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系统优化畜禽养殖空间布局、强化粪污处理技术创新、完善粪肥安全利用体系、加强监管执法效能、构建政策激励与市场运作协同机制，明确界定政府部门、养殖主体和第三方企业的权责关系，形成“政策引导-市场驱动-主体参与”的良性循环机制，通过科学布局、健全标准、多元激励、市场运作，形成系统化、区域化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体系，为规模化养殖污染治理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对实现养殖废弃物高效循环和面源污染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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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bottleneck poin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esourceful utilization of swine feces produced by pig farming of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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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is the largest country of pork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but swine feces produced by pig farming is the main source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There are numerous bottleneck points in the process of swine feces resourceful utilization, including disconnection between crop growing and livestock breeding, inadequate safe use technologies, lacking of economic drivers, and poor sustainable run mechanism support. Establishing the synergistic treatment model of ‘concentrated animal feces disposal + scattered resourceful utilization’, through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of livestock farm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enhanced innovation in manure treatment technologies, establishment of comprehensive manure utilization standards, rigorous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synergistic policy-market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he livestock and poultry industry can transition toward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integrated approach facilit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waste into valuable resources while mitiga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isks, ultimately fostering a circular economy paradigm within the animal husbandry sector. Clear definition of rights and liabilities of governmental agency, farming entity and third-part company, forming a sound cycle mechanism of ‘policy guiding - market driving – key players participating’, and formulating of systematic and regional livestock feces resourceful utilization systems through scientific layout, sound and complete criteria and standards, multiple incentives and market operation, they are the important ways to solve effectively the problem of livestock farming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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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生猪生产和猪肉消费第一大国，养猪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1]，传统散养模式下构建了诸如“猪沼果”等家庭式种养结合生态小循环[2]。近年来，规模化养殖已成为生猪生产的主要方式，环保设施覆盖率及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3]，然而，种养脱节、粪污高效转化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短板仍使规模化养殖粪污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4]，制约了农业可持续发展[5]。欧美国家如美国和法国，已形成涵盖养殖、粪污处理与还田利用的完整种养结合产业链[6]，显著提升粪肥利用率，减少化肥施用，在改善土壤质量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风险[7]。因此，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规模化种养循环模式，对推动养殖业绿色发展和面源污染控制具有重要意义[8]。
1 养猪场粪污的主要处置方式

规模化猪场（存栏≥500头）年粪污产生量大，需要配套专门的环保处理设施和相当的土地消纳承载[9]，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处置方式：

1.1 固态粪便生产有机肥模式

该模式要求在特定区域内，由养殖场自行处理养殖废水，同时将固体粪污及固液分离产生的固渣统一回收，并与其它农业有机废弃物协同处理，通过好氧堆肥工艺转化为有机肥还田，废水则由养殖场自行处理[10]。当前常用工艺主要包括静态膜覆盖法、条垛式堆肥、槽式堆肥及反应器堆肥四种：静态膜法通过将混合原料摊铺后覆盖分子膜，依托太阳能与自然通风进行好氧发酵[11]；条垛式堆肥将物料堆置为条垛状，通过人工或机械定期翻堆以促进发酵[12]；槽式堆肥则在封闭槽体内进行，通常配备导轨式翻抛机和强制曝气系统以优化发酵条件[13]；反应器堆肥则采用容器（木质、钢质或混凝土结构）进行可控发酵[14]。典型案例如江西礼涞模式，即由礼涞农业集团提供整套技术方案、设备、发酵剂、发酵液和营养包，将秸秆和动物粪便智能堆肥发酵制成有机肥后统筹回收销售，就近就地循环利用[15]。该模式有效解决了养殖场固体粪污的资源化利用问题，建立了市场化运营机制，所产有机肥品质稳定，兼具培肥土壤与改善环境双重效益；然而，其未能彻底解决养殖场面临的核心污染问题—废水处理。
1.2 “全量化”第三方集中处置模式

作为一种新型畜禽粪污集中处置模式，是指在特定区域内建立专业化的粪污处置中心，通过与养殖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实现粪尿水的全量化收集、密闭罐车转运及处置中心集中无害化处理[16]。粪污经集中处理后生产沼气、沼液和有机肥，其中沼气进行能源综合利用，沼液由专业合作社施用到农田或果园，沼渣等生产有机肥作为商品出售。该模式具有多种优势，如实现了专业化分工，使养殖企业专心养猪，粪污无害化处理由第三方环保企业负责并生产有机肥料，区域内的种植户则负责肥料产品消纳农用[17]，集中处置中心作为种植业与养殖业联通的桥梁和枢纽，是粪肥循环利用的关键环节，通过形成区域物质循环，提升资源转化效率[18-19]。在政府的监督监管下，形成市场可持续运行机制，让种养循环更合理更科学，实现养殖废弃物社会大循环。然而该模式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收集环节，养殖场高用水量导致粪污含水量过高，增加运输成本并降低厌氧发酵效率；在运营环节，处置中心投资及运行成本高，如大型发酵设备等，且市场化运营依赖政策补贴，经济可持续性不足；在衔接环节，种养供需不匹配、有机肥和沼液肥市场接受度低等问题制约其规模化推广[20]。
1.3 区域内农牧结合的处理模式
农牧结合模式是指养殖场建设配套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比如沼气工程、沼液施肥设施等，同时根据粪污产生量，流转或合作利用相应面积的种植用地（如农田、果园、苗木等），以实现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达到养殖废弃物内部循环利用的目的[21-22]。按粪污消纳匹配量原则，每5头猪需不少于1亩土地消纳粪污[23]，在自有种植用地不足时，可与周边种植业主签订粪污资源化利用协议。如宝应县华盛生态生猪养殖场应用的“猪-沼-稻”模式，将堆肥发酵后的猪粪和沼液施用于稻田，节约化肥投入232元/亩，同时提高了水稻产量和品质[24]。养殖场自行进行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有利于构建企业内部循环农业，最大程度降低养分损失和运输成本，形成协同效益，实现养殖主体和区域尺度的养殖废弃物循环[25]。农牧结合模式作为当前我国畜禽粪污处理的主流模式，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由于养殖经营主体普遍存在专业技术储备不足、环保意识薄弱等问题，往往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效益，养殖规模和配套的土地面积不匹配，导致粪污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环节脱节，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在养殖密度较高的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26-28]；此外，分散化的处理模式增加了环境监管难度，导致违规排放等问题难以有效控制。
1.4 深度处理与达标排放模式

该模式是指养殖场通过建设专业环保处理设施，对粪污进行系统化无害化处理的模式，一般将畜禽粪污进行干湿分离后，粪渣和污泥进行制肥，污水深度处理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后向自然水体排放[29]。目前可采用的污水处理技术包括膜分离、厌氧消化、好氧发酵处理等[30]，适用于周边缺乏消纳土地的养殖场。该模式由于现有污水处理技术和装备已经形成完整体系，因此技术成熟度高；同时可有效降低养殖场对周边环境的污染风险，环境风险可控；此外，简化了养殖场的粪污管理流程，管理简单便捷[29]，但是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是养分流失严重，如Wei等[31]对比发现该模式氮损失率达73.9-78.4%，显著高于全量化处理（50.0-62.5%）。二是养殖废水排放量大且成分复杂，处理成本较高，深度处理难度大，这类处理模式初期建设投入和长期运行时成本均较高，往往超出企业承受能力[32]。三是存在水排放标准提高的政策风险等，随着水环境保护要求的持续升级，畜禽粪污废水的排放限值（如COD、NH₃-N、TP等指标）可能进一步收紧。尤其长三角等环境敏感区已试点执行高于国标的地方标准，如浙江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其限值较国家标准更严苛。同时新兴污染物（如抗生素残留、抗性基因ARGs等）的监管也逐步纳入标准体系，使得现有处理工艺难以满足深度净化的需求，进一步提高深度处理的难度与成本。
总而言之，该模式虽然解决了土地约束问题，但从资源循环和经济效益角度考量，其养分损失率高、运行成本高等问题限制了推广应用价值，更适合作为土地资源极度匮乏情况下的补充性解决方案。

1.5 微生物发酵床模式

该模式是一种基于微生物降解技术的粪污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内置式发酵床养殖和外置式发酵床粪污降解两种。内置式发酵床养殖技术主要为发酵床养猪。选择碎秸秆、锯木屑、谷壳等通透性和吸水性较好的原料做垫料，拌入酵母菌、乳酸菌、光合菌等微生物菌种，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将畜禽粪便分解转化为菌体蛋白，同时形成稳定的微生态系统，实现养殖过程无臭味、零排放、免冲栏，显著减少水资源消耗[33]。外置式发酵床粪污降解技术通过在畜禽舍外建造发酵床，对畜禽粪污进行发酵，适用于消纳土地不足的中小规模养殖场[24]。如宝应县兴达园生猪养殖场应用的粪污异位发酵床生产有机肥模式，可将多个猪舍的粪污运输到异位发酵床统一发酵处理，年产有机肥1200吨，有机肥年产值60万元[24]，该技术可以提升废物转化率，从源头上减少粪污产生量，实现清洁生产。但是该技术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建设成本较高、工艺复杂，运行过程中容易因为垫料不足、菌粉不合理使用、温度和湿度控制不当等原因导致“死床”[34]。
2 规模养猪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瓶颈
国家高度重视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在政策层面，自2016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畜禽粪污的资源化利用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及各级地方政府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在财政投入方面，中央财政通过规模化养殖场大中型沼气工程、畜禽粪污整整县推进项目、种养一体生态循环示范等专项，年度预算投入达数十亿元；技术支撑方面，标准体系已日趋完善，实现资源化利用装备国产化全覆盖，形成多元化的技术解决方案。尽管具备政策、资金和技术等多方面优势，当前资源化利用效果仍与政策预期存在显著差距。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2023年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为78.3%，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发展新格局已初步建成，但是距离“十四五”规划目标（≥80%）仍有提升空间，主要制约因素如下：
2.1 安全利用技术体系仍需完善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核心在于安全利用体系的建立，当前体系主要面临两个维度的挑战：
一方面是粪污无害化后产出物的安全性，由于早年养殖过程中饲料添加剂和抗生素的滥用，粪污及其资源化产物（沼液、沼渣）中普遍存在重金属、抗生素残留及病原微生物等污染物，这些污染物通过农田施用可能造成二次污染[35]。近年来，通过饲料标准对重金属限制进行了控制，抗生素减量饲料乃至无抗饲料对抗生素的含量进行了削减[36]，但部分养殖企业并未严格执行。且针对重金属和抗生素的高效去除技术（如抗生素高效降解菌剂选育与应用、沥浸联合EKR-PRB去除重金属等）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37-41]，进而让无害化处理后的末端产品更清洁。但是针对畜禽粪污中抗生素和重金属去除技术，由于处理成本较高等经济因素限制，目前主要停留在实验室研究或者小试阶段。
另一方面是粪污及其资源化产物安全施用技术体系尚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有机肥和沼肥安全利用技术研究不足，目前主要局限于少数土壤类型和种植模式，缺乏系统性研究。如张迪等[42]研究了红黏土红壤种植花生、玉米和紫薯时猪粪最大安全消纳量，但不同土壤-作物系统对粪污的响应机制存在显著差异，需要综合考虑土壤理化性质、作物吸收特性、污染物迁移规律等多重因素，在环境风险防控与农业生产效益之间寻求最优平衡点。二是沼液标准化施用技术缺失，包括对施用时间、施用用量、施用方式，以及针对不同养分特征的动态配方调控等都存在缺失[43]。三是沼液养分的时空变异性，不同养殖场、不同季节养殖场的沼液养分组成存在显著差异[44]，这种时空异质性要求建立动态化的施用调控体系。四是沼液施用技术推广存在困难，由于大部分农业劳动者为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接收新技术能力弱，导致面向分散农户的技术推广效率低下；同时由于部分群众盲目大量施用沼液导致减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沼液农用技术推广。粪污及其资源化产物的施用需要专业的技术服务体系、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45]。受阻于多重主客观因素，其安全利用技术体系在落地应用环节仍然存在不足，这已成为制约粪污资源化利用成效的技术瓶颈。
2.2 经济性驱动机制的缺失

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猪养殖产业的环境行为决策主要受经济因素驱动。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可行性。粪污资源化利用成本高昂，环保设施建设占养殖总投入10-20%，而在运营阶段，每头生猪还需要投入30-50元的运营成本。粪污中的养分具有资源利用价值，水分却是处理难题，因此减少粪污含水量是提升资源化利用的重要途经[46]。目前国内主流的养殖清粪工艺是干清粪工艺和水泡粪工艺[44]。干清粪工艺中鲜粪可直接对外销售，冲洗废水中的养分可以忽略，但是人工劳动需求量大；而水泡粪工艺虽减轻劳动强度，被规模化养殖场大量采用，但废水中保留较多的养分，如氮磷钾、有机质等，折算化肥仅为5-10元/吨[44]，资源化利用成本显著高于产出价值。能源化利用同样缺乏经济可行性，一方面，畜禽粪污的能源化利用是全面解决养殖场环境问题的优先选择，然而在厌氧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沼气却难以实现高效利用。沼气产量通常远超自用需求，商品化又面临生物燃气产业链不健全、质量认证体系和市场准入制度缺失等问题[47]；沼气发电存在并网困难的实际障碍；另一途径是通过吸附、膜分离、低温分离等技术脱除沼气中的CO2和H2S，将沼气提纯为生物天然气[48]，但又面临销售渠道不畅和市场消纳能力不足等挑战[47]。另一方面，沼肥生产连续性与农田用肥季节性矛盾突出，在空间维度上，肥料的集中生产和分散应用导致储存和运输成本增加，进一步降低经济可行性[49]。改进养殖工艺、创新利用模式、完善市场机制、畅通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路径是提高经济可行性的策略。
2.3 可持续运营机制保障薄弱
当前养殖场环保工作普遍存在“重建设、轻运营”的问题，尽管环保设施配套率较高，但实际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效率仍然偏低，主要原因包括：1）前期规划不足，多数养殖场在规划阶段未充分考虑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实际条件，因环保需要、获取补贴进行建设，建设后运营成本过高、运行效果不稳定、配套措施如运输系统成本过高，因此难以持续运营，部分养殖场甚至通过编造虚假协议等方式规避监管要求[50]。2）政府监管难度大，受稳产保供等因素制约，台账核查困难，执法力度不足[51]。3）各级政府出台了大量激励政策，但因申报流程繁琐、补贴场景针对性过强且缺乏延续性等，落实效果差[52]。4）市场化机制缺失，集中处置中心作为第三方企业对养殖场没有约束力，市场化运营模式盈利能力不足，政企协同机制不完善[53]。转变“重建设、轻运营”的发展理念，完善政府监管体系，简化补贴申报流程、创新合作模式等是完善可持续运营管理机制、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可持续性的策略。
3 “集中+分散”的处置方式破解养猪环保难题

并就社会价值、监管效能、技术成熟度、经济可行性等关键因素进行多维评估。区域性的实施路径则是在种养平衡一体化基础上，建立养殖环保公平性保障机制、考量生猪养殖周期性波动特点等[54]，并就社会价值、监管效能、技术成熟度、经济可行性等关键因素进行多维评估。区域性的实施路径则是在种养平衡一体化基础上，建立养殖环保公平性保障机制、考量生猪养殖周期性波动特点等[55]。在此基础上，建立布局合理、运行机制完备的“集中+分散”式粪污处置模式，有利于畜禽粪污资源化的可持续性，模式中的集中是指在养殖集中区域建立粪污集中处置中心，全量化收储运、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区域内养殖粪污，而分散则指在距离较远或者具备企业生态自循环的养殖场，采用分散式粪污资源化利用方式，纳入统一的粪污资源化利用监控平台。如江西正合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应用该模式在江西新余、崇仁、南昌等6个县区建设了区域粪污集中处置中心，并与光大环境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在广东南雄建立了粪污集中处置中心（韶关光水正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显著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率，验证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畜禽养殖废弃物治理提供了可推广的解决方案。显著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3.1 规划先行、科学布局
根据县域农业产业发展需要，制定养殖业发展规划，按照布局合理化、生产规模化、养殖绿色化的要求，优化畜禽养殖空间布局。根据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受容量，优化农业全产业链布局，落实养殖总量控制与管理，强化新建/扩建养殖场环保审批与监管，保障畜牧业生产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3.2 科技创新、驱动发展
一是建立数字化收储运管理系统，全链条数字化收储运体系是构建“集中+分散”的粪污处置前提，，不仅能帮助养殖企业节能减排节约用水，还能提高区域粪污集中处置中心处理的粪污浓度与稳定性。二是集成优化高浓度厌氧发酵技术：高浓度的粪污处理需要更专业的装备、更创新的技术如更灵敏的失稳预警系统建立[56]、高效菌种筛选与应用技术[57] 等来保障工艺的稳定性、安全性，以达到更具经济价值的新能源-沼气的高效产出。创新沼气高效提纯天然气技术，通过优化工艺提升甲烷纯度与提纯效率，降低能耗成本，推动沼气向高附加值清洁能源转化；强化资源循环利用，实现提纯后的生物天然气达标并入城市天然气管网，为居民生活与公共事业提供绿色能源补给，同时定向供应工业园区，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助力园区降碳减排[47]，构建“沼气生产—提纯利用—能源供应”的闭环生态链。三是创新畜禽粪污安全处理技术：基于抗生素高效降解微生物的筛选与应用、重金属高效去除技术开发等技术的科技创新，进一步削减粪污中含有重金属、抗生素、病毒虫卵等有毒有害物质，以保证后端沼肥和有机肥的安全开发利用[37-41]；明确不同土壤类型及种植模式的有机肥和沼液的合理用量，形成区域适配的精准施用技术方案，为粪污资源化产物的安全高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3.3 健全标准、加强执法

建立健全养殖绿色标准体系，明确粪污处理设施建设、验收、施用及第三方运维及现场执法检查等规范，严格实行环评制度，建设后落实管理措施，保证畜禽粪污处理设施持续运营[58]，提高养殖场（户）、市场化运行机制以及执法检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完善监管机制，落实责任主体。建立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考核制度，全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制度、养殖场环境治理主体责任制和部门监管责任制度[59]。同时将全区规模化养殖场纳入日常环境执法监管，利用信息化技术进行现代化管理，以促进养殖场规范养殖。建立互通的线上信息平台即智慧监管平台，完善部门联动机制[60]，不定期抽取部分规模化养殖场进行检查[58]，对畜禽粪便收集、贮存、处置情况各项台账资料进行检查，重点查处偷排、漏排情况，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确保畜禽粪污不外排，防止污染环境。

3.4 四位一体、共创共享
构建以区域粪污集中处置中心为枢纽的种养结合循环系统，依托集中处置中心为核心，实现畜禽粪污“全收集-全转运-全利用”的闭环式管理系统，实现以种养结合为基础的全量资源化[30-31]。全收集机制中技术配置包括养殖场配置自动刮粪板和粪污储存池和应急备用池（建设成本600-800元/m3），实现粪尿全收集。全转运机制则是指集中处理中心与各养殖户签订畜禽粪污全量收集协议，由集中处理中心负责上门转运，实施“四联单”制度，由养殖户、集中处理中心、农业农村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各执一单，同时运输用密闭运输车实时GPS定位，实现粪污产生、储存与转运量的精准匹配，防止畜禽粪污偷排乱放污染环境。全利用机制是指处置中心将畜禽粪污通过能源化利用（沼气）和肥料化利用（肥料和沼液肥）全量化利用，即将畜禽粪污发酵产生的沼气作为能源利用，沼渣则生成固态商品肥、沼液肥则直接还田。在此过程中，还能协同处理其它各类农业有机废弃物如秸秆、加工类废弃物和生活粪污。建立市场收运机制，将这些废弃物分别制备沼气和肥料，进行综合资源化全量化利用。
该模式以区域粪污集中处置中心为核心，构建“政府部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四位一体的协调治理模式，采取政府部门监督监管、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服务实施和农户参与的形式，针对农废中心的收储运体系和三沼综合利用体系，建立运输服务、沼液肥安全农用、职业农民技术培训、种植和有机肥服务等五类合作社，构建了覆盖收储运体系和三沼利用的全产业链服务网络，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3.5 多元激励、市场运作
针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三大转化路径“沼气能源化利用、沼液肥料化应用和商品有机肥生产”，制定基于市场化机制的多元激励政策体系，构建前端补贴-末端激励-受益付费的复合框架，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市场化运营。在县域农废中心项目建设阶段，通过整合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和地方配套资金，弥补社会资本前期投入的不足；在产品应用端，推广有机肥施用，实施差异化的有机肥补贴政策，对末端利用的种植户给予沼液肥补贴和有机肥补贴，结合化肥减量增效行动，提升种植户使用意愿，促进种植业的生态化发展。同时引入受益者付费机制，按照“谁污染谁付费、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建立第三方处理服务收费制度（如粪污30-50元/吨），既可以让养殖企业节省设施投入和运营费用，又可以保障第三方运营主体的合理收益。形成“政策引导-市场驱动-主体参与”的良性循环机制，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经济动力。
4 结论
规模化养猪场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种养脱节严重制约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仍面临多重瓶颈，包括种养脱节、安全利用技术体系不完善、经济性驱动不足以及可持续运营机制保障薄弱等。“集中+分散”协同治理模式通过明确政府、养殖主体和第三方企业权责，形成“政策引导-市场驱动-主体参与”的良性机制，构建系统化、区域化的资源利用体系，可有效解决养殖污染治理难题。该模式的核心价值包括作为种养结合枢纽，促进了养殖废弃物高效转化为农业资源；其次，整合技术服务和市场对接等功能，构建了助农增收的综合服务体系；最后，作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著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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